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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中的封閉化  

──民族認同對中日韓本國歷史認識的影響

⊙ 王馬克（Marc Andre Matten）

 

* 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國家、

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3日至14日）上宣讀。

 

每當人們認為有必要記住某些東西的時候，流血、刑罰、犧牲就總是不可避免。最可怕

的供奉和犧牲（供奉初生子就是這類），最可恨的黜刑（比如閹割），一切宗教祭典中

的最殘酷的禮儀（所有宗教從其根本上說都是殘酷的體系）──所有這一切都起源於那

種本能，而這樣的起源卻在痛苦中表明了甚麼是記憶法的最有效的輔助手段。

尼采：〈「罪孽」、「內疚」及其他〉，《論道德的系譜》

二十世紀的全球化給我們帶來很多好處與壞處。一方面，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距離變小，交流

機會增加。另一方面，因接觸多，衝突也會多一些。但一般來說全球化給我們帶來很多的方

便，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促進不同民族、文化與國家之間的交流。這不但讓我們認識到不同

文明的思想與價值觀念，而且也促進了國家之間的了解、國際關係的改善1。

就中國而言，它的思想全球化開始於1895年。甲午戰爭的戰敗給中國知識份子許多啟示。他

們突然意識到，中國並不是天下第一國，也不是世界中心或世界唯一文明，而實際上只是世

界上眾多國家之一，而且是一個落後、未開化的文明。戰敗、外交談判的失敗及日本對華的

侵略讓中國人感到很自卑，讓他們覺得中國變成邊域了。這種變化對中國的民族認同產生了

巨大影響。為了救國，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份子出國考察、留學，想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

現代化，令中國富強起來。不過，與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看法相反，留學生在國外學

的不單是經濟、科學、軍學等，對他們更有吸引力的是當時哲學與政治學的各種思想理論，

其中最有力的是民族國家觀念（nation-state）。

總之，在中國的民族認同話語中，侵佔經驗與民族國家觀念佔重要地位。1949年之後，侵佔

經驗或所謂「受害意識」不但成為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基本部分2，而且從1980年代初，因為

共產主義思想的說服力衰弱，它更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時也強

化了中國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讓"nation"成為政治和文化話語的唯一

的廣泛被接受的政治體。

跟所有民族國家一樣，中國進入現代之時，遇到一個很大的矛盾：前現代文化傳統與現代政



治制度、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據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說，每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都

離不開自己的（前現代）歷史。這就是因為民族認同──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民族國家與它有關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都是現代的現象──不可能只能靠現代的價值（比

如，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價值）。因此，為了有效地凝聚一個民族的成員，它同時必須

靠文化傳統與歷史（包括神話與傳說3）來創造一個民族國家4。

一 全球化、區域化與東亞合作的情況

經過多次戰爭與災難，中國以1972年的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為改革開放的開端，進入了一個

新的歷史階段。80年代初，鄧小平強調中國對外開放與合作的重要性。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

歷史已悠久，但只在80、90年代全球化的加速以來，亞洲的區域一體化真正地開始了。二十

世紀，區域一體化不但是歐洲或北美，而且也是亞洲的一個愈來愈重要的趨勢。作為世界經

濟三大中心之一的東亞，儘管區域合作起步較晚，但也開始取得引人注目的進展。東亞作為

一個地理的概念，一般是指東北亞五國和東南亞十國。這十五個國家共有人口十七億，按照

現行匯率計算，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七萬億美元。此外，尤其中國大陸從90年代以來成為世界

各國生產經濟與貿易公司的活動中心。東亞合作的歷史悠久，但真正啟動是在亞洲金融危機

發生之後。1997年12月，東盟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這是一

次很有意義的會晤。次年，在馬尼拉舉行的東亞領導人會議，就推動東亞合作的原則、方向

和重點領域達成共識，首次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此後，經過多次開會，所謂

「10+3」機制（東盟十國加中日韓三國）變成了東亞地區合作的主要渠道。

除了經濟與政治上的合作外，亞洲各國也重視文化方面的合作與交流。這裏，文化交流是

指，亞洲各國人民的來往、留日、留韓、留中學生的增加、體育比賽（比如，2002年在日韓

舉行的足球世界杯）、民間組織的各種交流活動等等。

看到這種發展趨勢，我們可以想像，雖然東亞合作與歐洲不同（它從一開始沒有一個明確的

政治目標），但它有利於東亞各國之間政治關係的改善。不過，既然有了這麼良好的經濟合

作、貿易關係與文化交流，為甚麼會出現2005年5月在中國大陸的反日活動呢？眾所周知，韓

國與中國的反日情緒當然是二十世紀歷史的產品。過去發生的事情至今影響到中日、韓日關

係。中日戰爭已經過去六十年了，但中日關係還沒完全恢復正常。

與此相反，西歐國家已經實現了一個共同體，即歐洲聯盟。本文要研究的問題是為甚麼東亞

──起碼是中國、日本和韓國──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個類似於歐盟的共同體。為甚麼東亞

的合作關係起步較晚、發展較慢？這樣的狀態好像跟現代的區域化、全球化有矛盾。區域

化、全球化是不是讓世界各國愈來愈接近起來呢？筆者認為，為了解決這個顯然的矛盾，必

須從歷史出發。現在亞洲國家之間的衝突，主要原因在於歷史，尤其是亞洲歷史認識上的一

些誤會。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國家的一體化與區域化，筆者先想介紹一下歐盟形成的歷史過

程。

二 歐洲與亞洲一體化的比較

歐洲一體化是1951年由法、德、比利時、意大利、荷蘭和盧森堡六個國家的所謂歐洲煤鋼共

同體（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簡稱EGKS或者Montanunion）



開始的。通過許多協議與改革，歐洲不但在經濟上，最近在政治上也變成了一體。現在，歐

洲不但邊疆已經消失了，還有共同的貨幣，而且愈來愈多政策都是由歐洲議會來決定的。因

此，在很多方面歐盟成員國的主權愈來愈被限制了。比如說，歐元進入市場之後，貨幣政策

不是各個國家決定的，而是由歐洲中央銀行來決定。這種「放棄行使本國主權」的做法引起

了很多批評5，但由於歐盟正是因為政治目標而成立的，後來歐盟所有的成員（除了英國之

外）都參加了歐洲貨幣同盟（EMU）6。

筆者認為，這種放棄本國主權（的一部分）的政治決定，只能在歐洲特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

下能夠實現。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日本與韓國──起碼在短期之內──這方面不可能模

仿歐洲。以下，筆者想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一些因素，說明為甚麼亞洲的一體化至今未能實

現。

第一，從二十世紀亞洲歷史來看，「主權」（sovereignty）對亞洲各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政

治價值。這是因為亞洲國家幾乎都被歐洲、日本侵略過，對喪失主權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有

深刻感受。此外，二十世紀在亞洲發生的戰爭都跟主權問題有很密切關係。舉個例子，中國

解放之後的共產黨政權是因為它恢復了中國的主權而得到人民的贊成。換句話說，共產黨把

中國解放當作最重要的任務而得到了統治合法權。1949年之後，這種主權意識不斷地被強

調，堅定了共產黨的合法立場。韓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也有同樣的經驗。從1904年與1905年

的第一、二次《日韓協約》、外交權的剝奪、1910年的所謂《日韓併合條約》開始，韓國變

成日本侵略野心的對象，很快讓韓國失去了主權。之後，韓國的殖民地化（包括教育、經濟

剝削、慰安婦問題等）對韓國民族認同的形成起到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總結來說，無論在

亞洲還是在非洲，有過殖民地經驗的國家，在反抗侵略的戰爭中都非常強調主權的重要性。

對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強調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面對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的進展，日本作

為亞洲第一國認識到「民族國家」成立的需要。後來，中國、韓國與東南亞各國都模仿日本

的例子。在亞洲，民族國家到現在還是最普遍的政治體制，但是歐盟已經進入了後現代時

代。在西歐，民族國家作為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這是因為二戰之後，在德國

與法國牽頭下，西歐國家決定為了實現一個和平的團體而放棄了主權。結果，「民族國家」

概念在歐洲政治思想變得衰弱，以至後來被歐盟所代替。

第二，日本當然與中國、韓國等國家不同。雖然它沒有被侵略的經驗，但是由於別的原因，

主權對它來說還是很重要。日本在二十世紀一直對自己在國際上的位置感到很尷尬。儘管它

的地理位置在亞洲，但日本認為自己屬於歐美。這種想法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啟蒙家福澤諭吉

在他的〈脫亞論〉中提出的。福澤諭吉在1885年3月16日的《時事新報》強調，日本只能採用

西洋近代文明來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開創出新的格局來創造一個富強國家。他說，雖然日

本位於亞洲東部，他的國民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洲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與此不

同，中國與朝鮮還保持著自古以來的亞洲式的政教風俗。福澤諭吉怕中國與朝鮮會因此阻止

日本的發展，因而主張，與其坐等中國與朝鮮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亞洲而與西

洋文明國共進退。

在二十世紀，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日本的民族文化單一，是一個封閉的文化共同體（closed

cultural entity）。同時，他們不分清楚日本作為"nation"、國家或地理概念。日本首先是

一個文化共同體，以天皇為中心與悠久不斷的歷史。此外，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跟別的文

化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因為日本是一個島國，很多傳統和發明是獨特的。這種文化獨特感現

在對日本民族認同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7。無論在宗教、經濟或政治方面，這種獨特感不



但佔據重要位置，而且也是民族認同話語不可或缺的部分，證明日本的特殊性8。不過，美國

學者約翰．利（John Lie）在他的研究中已經證明，日本文化中的許多元素其實是來自國

外，說明日本文化不是單一性的（homogeneous），而是由多民族、文化傳統而形成的9。

與此獨特感相反，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日本說它發動戰爭的目的是幫助亞洲國家擺脫歐洲帝

國主義，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這當然是為了掩飾日本侵略亞洲的野心的藉口。在這段時間，

日本又認為它還是屬於亞洲，而且是亞洲的領導者。不過，美國於1945年8月6日和9日先後在

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不但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且還讓日本脫亞、靠歐美。因此可以

說，大東亞共榮圈只是過去歷史階段的空想，而對現在的民族認同──起碼在主流話語中

──不起甚麼大作用了10。

三 亞洲的共同歷史

1868年的明治維新以來，中日韓三個國家都進入了現代社會。以日本為先鋒，中日韓很快採

取各種各樣的措施發展經濟、普及教育、創造現代化的軍隊等等。因為日本十九世紀末感覺

到它缺乏資源，怕會妨礙其發展，因此派軍隊到亞洲各地來確保它的發展前途11。日本的侵

略尤其對中國與韓國人民造成了很大災難，但同時也是早期全球化的一個表現。

不過，也有積極的例子證明，日本、中國與韓國很早已經不是單獨國家（isolated

nations），而是與鄰國有了密切的關係。這方面，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都促進亞洲的現代

化。從1895年開始，幾萬中國人去日本留學。除了學習歐洲現代科學、法律與經濟學之外，

他們的中國人意識也得到了確立與強化。章太炎、劉師培、黃興、汪精衛等在日本留學時，

發表了不少重要的文章（比如，汪精衛的〈民族的國家〉、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等），

吸引了更多中國人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運動。與此同時，當時的革命家得到了日本人的幫

助。內田良平、宮崎寅藏、北一輝等日本人都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同盟會，捐錢、把武器等送

到中國。

中日韓三國都離不開鄰國，它們各方面的政策、活動與措施無一是彼此不相涉的

（isolated）。以下，筆者想介紹兩個例子來說明三國的密切關係。

高句麗王城、王陵、貴族墓葬三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與中韓關係

2004年夏季，中國遼寧省文化廳宣布，將位於本溪桓仁滿族自治縣的五女山山城作為「高句

麗王城、王陵、貴族墓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資格。

五女山坐落在桓仁鎮東北八公里處，主峰海拔821米，突兀雄偉地屹立於渾江左岸，相傳古有

五女屯兵其上，故而得名。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逃至此山，修建城郭。隋

朝重新統一中國以後，高句麗對中原的統治秩序，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抗，隋皇派兵攻打高

句麗但兵敗未果。唐朝立國後，唐太宗宣布：遼東本乃我中原的固有國土，決不容將它分離

或獨立。因此，唐太宗指揮討伐高句麗。到公元668年，大唐軍毀滅了高句麗。明永樂二十二

年（1424），建州女真首領李滿柱也曾居住過此山城。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

中國新華社對高句麗的描述一般是：「高句麗是中國古代邊境的少數民族政權」，「曾是中

國東北地區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政權之一，在東北亞歷史發展過程中發生過重要作用」



等13。

2004年6月在蘇州舉行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大會上，中國申報的三處高句麗遺址和北朝鮮申

報的一處遺址同時獲得了批准。中國媒體在大會的報導中，以高句麗一直向中原王朝進貢為

由，認為高句麗與中原是隸屬關係，是中國的地方政權。韓國的輿論反駁：進貢是古代亞洲

的一種外交行為。高句麗是獨立國家而不是中國的地方政權，如果高句麗是中國的地方政

權，中國的隋唐朝就不會派兵攻打自己的地方政權。把高句麗看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是大中國

主義的民族霸權行為14。

把高句麗歷史當作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的看法，受到韓國的批評與反對。當時在韓國，上至總

統下到平民均異口同聲譴責中國歪曲歷史，高句麗是韓國的歷史。韓國民眾更身穿民族服裝

在漢城的中國大使館舉行示威遊行。韓國政府表示，決不能接受中國方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

國歷史的立場。因此，2004年8月23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次官（副部長）崔英鎮在漢城會晤中

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時，促請中國政府以「解鈴還需繫鈴人」的態度，避免高句麗歷史問

題影響兩國關係。同時，韓國外交當局人士透露，在當日上午對外公開的晤談中，崔英鎮向

武大偉重申，有鑑於高句麗歷史是韓民族正統性的根源，絕對不容忍任何抹黑損傷。

靖國神社與中日關係

靖國神社位於日本東京都九段，建於1869年。這裏供奉著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246萬多死於

戰場的亡靈。二戰前，靖國神社是由政府管理的「國家神社」，戰後成為「宗教法人」團

體。1978年，靖國神社秘密將二戰後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日本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板

垣征四郎、廣田弘毅等十四人的靈位供奉。

二戰之後，從1945年10月23日幣原喜重郎首相開始，很多日本首相都到過靖國神社參拜。參

拜最多的首相是佐藤榮作（1965-1972年，十一次）、鈴木善幸（1980-1982年，九次）、中

曾根康弘（1983-1985年，十次）和小泉純一郎（2001年至今，四次）。1982年，日本政府把

每年的日本無條件投降日8月15日定為「追悼戰亡者、祈禱和平之日」，不僅導致中國和朝鮮

等國的嚴厲指責，也引起了日本在野黨、民間團體及輿論界的不滿和反對。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目的之一是為了爭取某些團體組織的選票。這些對小泉首相的自由

民主黨極為重要的團體之一是所謂的「遺族會」。遺族會現在有一百多萬成員，大多數生活

在農村。因為農民一直是自民黨選民的重要部分，首相作為自民黨的領導自然不能忽視這個

社會團體。

眾所周知，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直是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其原因：一是靖國神社與日本

帝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有著密切關係，特別是其中供奉著東條英機等十四名甲級戰

犯及千多名乙、丙級戰犯，首相參拜意味著對侵略歷史的肯定，不僅與日本憲法中的所謂

「和平主義」原則相違背，而且還必然會引起中國與韓國的批評與反對15。二是戰後根據盟

軍的要求，日本實行「政教分離」，靖國神社必須跟國家脫離關係，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

這種脫離在法律上已經實現了16，但是如果首相以首相的身份參拜，他的參拜與「政教分

離」明顯不符合。

筆者認為，中國與韓國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批評是合理的，也是應該的。除了違背日

本憲法之外，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行為也傷害鄰國的感情。同樣，如果德國總理參拜納粹黨領



導的墳墓，也必然會引起波蘭、捷克等國家的抗議17。

四 結 論

日本的「編寫新歷史教科書協會」（「新歷史教科書會」）的名譽會長西尾幹二在他1999年

編寫的《國民的歷史》18裏寫道，日本在二十世紀最大的貢獻，是反抗歐洲的帝國主義、解

放亞洲。不過，在描寫日本的「貢獻」時（比如，西尾強調日本1919年在巴黎和會提出的

「人種差別撤廢條約」等），西尾完全忽略了日本軍隊對韓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比如韓國的

反日三一運動及其鎮壓等。韓國媒體對這樣的歷史敘述提出了抗議，但西尾在2001年給韓國

人民寫的一封公開信中講道，日本人有自己的歷史，同樣韓國人也有自己的歷史。他以國家

主權為理由，拒絕韓國人對他的歷史敘述的批評及改正要求19。

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前現代「民族國家歷史」（national history）的遺產，而對現在的

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改善與發展已經沒有任何幫助了。這是因為日本歷史不是日本的歷史，而

是亞洲歷史的一部分，更正確的講，它只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同樣，韓國和中國也沒有自

己本國的歷史。把歷史看作民族認同的基礎，有一定的好處（尤其對被殖民地化的國家來

說），不過它對全球化中的東亞合作和交流更是一個障礙。

中日韓三國應該認識到，它們雖然都是獨立的、有充分主權的國家，但有著共同的歷史。如

果中日韓其中一國決定一項新的國內政策，它必須在決定之前，考慮這個政策會不會影響跟

鄰國的關係。以上兩個例子證明，無論哪國在國內舉行甚麼文化或宗教活動，它都不能單獨

地舉行，而必須考慮到對鄰國的影響。

中國80年代的改革開放促進了中日韓國各方面的合作，中國政府同時也開始重視愛國教育、

民族自豪感等政治價值。愛國思想教育的目標是為了保護國家及其主權。同樣，日本從90年

代對中國的發展也產生警惕，怕有一天中國會比日本強大，使日本變成邊域地區。日本媒體

宣傳「中國威脅論」等輿論，令日本右派為了強化青年的愛國心而開始編寫新的歷史教科

書、並促使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這種行為當然對中日韓關係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令中日韓三國之間產生隔離。因此，雖然全

球化使民族、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變得容易，它看起來在亞洲有相反的作用：中日韓愈接

近，衝突愈多。這就是因為對本國主權、對本國獨特性及對本國歷史的過度重視令這三個國

家封閉起來，阻礙真正的交流與合作。

對此問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給我們很大

的啟發。他認為，二十世紀出現了兩個極端的發展。其一是過度的個人主義，其二是極度的

集體主義。後者已經受到全面的批評，前者到目前為止只有神學家與哲學家作為問題提出

來。人並不是獨自生活在孤島上，民族與國家更不是。雅斯貝爾斯指出：「如果我只是我自

己的話，那我必然會變成荒蕪。」像雅斯貝爾斯在他的哲學裏也納入了中國哲學的內容、把

中國哲學當作「世界哲學」（Weltphilosophie）20的一部分，或者像德國文學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說過，每一個國家的文學都只是「世界文學」

（Weltliteratur）的一部分，中日韓三國在歷史認識過程中也要納入鄰國的歷史認識，作為

創造一個亞洲歷史的第一步，而它將來也會變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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